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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诗综》诗学批评述要

李    程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清初学者朱彝尊编撰的《明诗综》是明诗总集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种，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明代诗
歌文献，同时也具有突出的诗学批评成就。在批评态度方面，从总体来看，《明诗综》基本做到了“持平”，具

备独立的批评立场、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面对有明一代诗人、诗作，《明诗综》所采取的批评

方法主要有追源溯流、比较相衡和摘句评点。《明诗综》诗学批评焦点饶有意味，分别为“《击壤》派”、程嘉燧

以及公安与竟陵。态度、方法和焦点作为描述《明诗综》诗学批评的三个层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反映出

朱彝尊明代诗学批评的完整统一与内在矛盾。《明诗综》的诗学批评观念和诗学批评实践，既是朱彝尊诗学

的重要组成，又与顺、康诗风演变和诗学转向相呼应，成为考察清初诗学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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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初学者朱彝尊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

著，《明诗综》收录有明一代诗人3 338位，诗作

10 165首，卷帙百卷，堪称明诗总集中的煌煌巨

制。清末学者张宗泰评价《明诗综》：“大率每人

之下，先列前贤之评论，而以己所作《静志居诗

话》附于其后，或纠弹其偏曲，或增益其本事，或

摘录其名句，不激不随，粹然一出于和平。其无

可附丽者，亦不强为论说。尤足贵者，每举一事，

辄元元本本，有伦有要，而其才学之渊博，实足

以副之，不惟有资于谈诗，兼有资于说史，洵一

代总集之翘楚矣。”［1］843-844李慈铭称扬此书“巍然

为诗教指南”［2］1215。从《明诗综》的诗学成就及对

其后明诗总集编撰的影响来看，张宗泰与李慈铭

所作评价洵非过誉之辞。

《明诗综》编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经朱

彝尊手自校定，康熙四十四年（1705）序而刊行。

在此集之前，选辑明诗而著名者已有顺治初年刊

行的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对于《列朝诗集》

甄综阙漏、持论偏颇等弊端深为不满，有意补阙

矫枉，二人诗学观念的差异也由此而体现。以钱

谦益为代表的清初虞山派诗学仍然承续了晚明诗

学的余绪，较多受到公安派影响，主张“本性情，

导志意”①，批判七子派的模拟，同时又倡导“学

古”和“师心”的统一，力图建立新的诗学传统。

①清初顺治朝诗学主张以“性情”为本者，除虞山派与钱谦益之外，还有诗派如云间、西泠，诗家如陈子龙、黄宗羲等。陈子龙《青

阳何生诗稿序》言：“明其源，审其境，达其情，本也，辨其体，修其辞，次也。”参见《安雅堂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末刻本。

黄宗羲《寒村诗稿序》言：“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参见《南雷文定》后集卷一，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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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康熙朝，受学术风气影响，诗风和诗学皆有所

转捩，渐趋醇雅。朱彝尊以“博综”著称，在经学、

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提倡诗歌创作应以学养作

为根柢，尊崇儒家诗教，批判公安、竟陵的空疏

浅薄，与钱氏诗学大异其趣。《明诗综》编撰的旨

趣所归，即树立一种与《列朝诗集》相异的，更为

合乎“公论”的明诗批评体系，这与彼时官方话语

对于钱氏贬抑排斥的倾向也是一致的。

既然是以《列朝诗集》之偏颇作为批判对象，

《明诗综》总的批评态度自然以“持平”作为目标，

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之中，却又存在个人批评倾

向以及与《列朝诗集》的“焦点对话”表现出矫枉

过正的偏颇，这些都在传统的诗学批评方法的框

架内展开。态度、方法和焦点共同构成了描述《明

诗综》诗学批评的三个主要层面，相对独立又相

互关联，反映出朱彝尊明代诗学批评的完整统一

与内在矛盾。

一、“持平”的诗学批评态度

四库馆臣所撰《明诗综》提要言：“至钱谦益

《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

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

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每

人皆略叙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

下，各备载诸家评论，而以所作《静志居诗话》分

附于后。虽隆、万以后，所收未免稍繁，然世远者

篇章易佚，时近者部帙多存，当亦随所见闻，不

尽出于标榜。其所评品，亦颇持平。于旧人私憎

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3］2662-2663沈德潜《明

诗别裁集序》亦持相似的观点：“尚书钱牧斋《列

朝诗选》，于青丘、茶陵外，若北地、信阳、济南、

娄东，概为指斥；且藏其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

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而孟阳

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此犹

舍丹砂而珍溲勃，贵筝琶而贱鸣琴，不必大匠国

工，始知其诬妄也。国朝朱太史竹垞《明诗综》，

所收三千四百余家，泯门户之见，存是非之公，

比之牧斋，用心判别。”［4］这两段文字，一为官方

话语，一为学者评论，皆以《列朝诗集》作为批判

对象，对《明诗综》的批评态度予以肯定，其中凸

显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持平”。

朱彝尊本人在写给好友王士禛的书札《答刑

部王尚书论明诗书》中明确表达自己的诗学批评

态度：

明自万历后，作者散而无纪。常熟钱氏

不加审择，甄综寥寥。当嘉靖七子后，朝野

附和，万舌同声。隆庆巨公稍变，而归于和

雅。定陵初禩，北有于无垢、冯用韫、于念
东、公孝与暨季木先生，南有欧桢伯、黎惟

敬、李伯远、区用孺、徐惟和、郑允升、归季

思、谢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群。即先文

恪公不以诗名，而诸体悉合，窃谓正嘉而后，

于斯为盛。又若高景逸之恬雅，大类柴桑。

且人伦规矩，乃钱氏概为抹杀，止推松园一

老，似非公论矣。故彝尊于公安、竟陵之前，

诠次稍详，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若启

祯死事诸臣，复社文章之士，亦当力为表扬

之，非宽于近代也。［5］卷三十三

《明诗综》所秉持的“公论”，建立在以《列朝诗集》

作为对立参照的基础之上，对于批评态度的讨论，

又集中于“松园一老”（程嘉燧）等批评焦点。从

总体上来说，《明诗综》具备独立的批评立场、开

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基本做到了“持

平”，而关于“《击壤》派”、程嘉燧以及公安与竟

陵等批评焦点的评价，又矫枉过正，体现出批评

态度的内在矛盾。

（一）独立的批评立场

诗人与诗作经过同时和后代的诗人、学者给

予一定的评价后，便会有形抑或无形地影响着批

评家的写作，“懒惰者”直接承袭旧的观念，文学

批评很多时候成为一种话语的复制，批评的空

间局促而狭窄，批评对象被贴上了“标签”，难以

被真正认识。独立的判断和评价，因此显得尤为

重要。《明诗综》大体能够不囿于前人、时人的评

价，坚持批评立场，既反对誉之过实，也排斥毁

之过实。

明人作诗本喜模拟前人，反映在诗歌批评

上，批评家也经常有意将所评价的对象与前代诗

人相提并论，其中难免出现过誉的评价，模糊了

诗人应有的地位，朱彝尊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此

表现出一种冷静的审视态度。李德作诗喜欢效仿

李贺，他的好友孙蕡评价他说：“子诚混元皇帝

孙也。”《明诗综》言：“其诗实与长吉相远。”［6］411

老师对于弟子的揄扬，属于人之常情，然而人情

因素的掺杂则会让评价不一定符合真实的判断。

明初闽中十子的领袖林鸿，对其两位弟子黄玄、

周玄赞誉有加，然而，在朱彝尊看来，“二子诗太

荏弱，句续字凑，不能成家，似非孟扬、漫士、皆

《明诗综》诗学批评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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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伍。南皮李氏称二子诗，托兴悠远，殊不尔

也”［6］435-436。这种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

评价，以创作水平为标准，显然更为客观。《明诗

综》仅选黄玄诗作1首，批评标准在选诗中得到

了有力贯彻。卷四十七石星《诗话》：“少保虽与

弇州声应气求，然风雅道远。弇州与阳曲王明甫

齐进之‘续五子’之列。月旦如是，初不为千秋起

见，止任一时之爱憎而已。”［6］2368王世贞因个人

喜好，将石星列入“续五子”，其诗则难当此誉。

与反对誉之过实相表里，朱彝尊对于毁之过

实的批评态度亦有批驳。明初诗人杨翥有《晞颜

集》传世，钱谦益评价其集曰：“宜亟焚毁，勿暴

其短于后世可也。”朱彝尊却认为钱氏“未免太

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

自成章。”［6］1046李化龙作诗承袭王世贞、李攀龙

一派，然能自有格调，深得胡应麟称赏。钱谦益

于胡应麟诗学颇不认同，故对李化龙的批评态度

“讥其醲厚肥腯，而弃之不录”，朱彝尊虽对后七

子的诗学批判颇多，却能够以公允之心，指出钱

谦益“未免矫枉也”［6］2638。

（二）开阔的批评视野

在批评态度上能否做到“持平”，对于批评家

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批评视野是其中极为重要的

一个方面。狭窄的批评视野势必局限判断的准确

度，只有在开阔的视野中，才能做到统观全局、

综合评价，做出相对合理的判断。

朱彝尊以“博综”著称，批评的视野也展现出

博大恢弘的气象。卷七十四曹学佺《诗话》：

明三百年，诗风屡变。洪、永诸家称极

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

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

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

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

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

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闻闽粤风气

始终不易。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而

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

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粤自五先生后，

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维敬、区用孺辈，

犹是五先生之调也。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

唱和，而能皭然不滓，尤人所难。［6］3668

有明一代三百年的诗风变迁，朱彝尊尽收于胸中，

指点江山，分为风雅八变，有此视野之后，再观

闽、粤诗人的创作之不变与小变，则具体到曹学

佺诗歌创作的批评自然公允。

《明诗综》开阔的批评视野还表现在对于诗

人诗作的分体评价，不局限于一隅，衡量得当且

持论平和。明人有较为鲜明的辨体意识，朱彝尊

继承了这一传统，且运用在批评实践之中。张羽

长于歌行，而五古、近体稍逊，《诗话》：“来仪五

古，微嫌郁轖。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骎

骎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6］364

杨廉诗学陈献章、庄昶，朱彝尊虽对“《击壤》派”

诗风极为不满，但仍能分体而评：“然其七言长

篇，颇具排奡之力，五律亦以朴胜，不尽类陈、庄

二公。”［6］1291-1292对于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朱彝

尊基本持肯定态度，收录其诗作80首，仅次于高

启和刘基，位居第三，批评中又能分体一一指陈

其各体之渊源、得失：“献吉五古，源本陈王、谢

客，初不以杜为师，所云杜体者，乃其摹仿之作，

中多生吞语。偶附集中，非得意诗也。至效卢、

骆、张、王诸体，特游戏耳。惟七古及近体，专仿

少陵；七绝则学供奉。盖多师以为师者。”［6］1484

（三）发现的批评眼光

汇聚一代诗人诗作的总集，编选者必须具备

敏锐的批评眼光，尽量发掘被其他选家和批评家

有意或者无意“遗忘”的作者和作品，从而在一定

意义上保证选和评的公平性和公正度。

朱彝尊对批评家有意“遗忘”的偏颇倾向常

常提出质疑，指向也较为明显，主要集中在《列朝

诗集》。《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郑明选诗作46首，

《诗话》：“先生五言近体，全学高达夫；七言近体，

全学杜子美。语不求工，而句锤字炼，卓然名家。

是时汪伯玉、刘子威、冯元成、屠纬真辈，类守其 

壳，而遗其神明。其在西吴，徐子与、吴峻伯皆然。

先生之诗，遂无人赏激者。”郑明选诗歌创作本有

较高成就，囿于彼时风气，遂至称赏者寥寥，《列

朝诗集》仅收录其诗作5首。朱彝尊对此甚为不

满，“予故取先生之作特多，天下之宝，要当与天

下共之也”［6］2836。

文学史无意中“遗忘”的诗人诗作，朱彝尊往

往能披沙拣金，避免遗珠之憾，以“特为表出”作

为责任和担当所在。《明诗综》卷五十六收录区大

相诗作48首，数量在全集各家之中位居中上，朱

彝尊对其评价颇高，《明诗综》因此自有“特为表

出”之意：“海目持律既严，铸词必炼，其五言近

体，上自初唐四杰，下至大历十子，无所不仿，亦

无所不合。岭南山川之秀，钟此国琛，非特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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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银、丹砂石英已也。”又云：“海目五言律诗，如

纯钩初出，拂钟无声，切玉如泥。又如铙吹平江，

秋空清响。顾虞山钱氏置而不录，予特为表出，

取之稍溢焉。”［6］2821-2822朱彝尊此举既为补阙《列

朝诗集》，同时又隐含对钱氏疏失之微词。这种有

意的发现，体现出《明诗综》向着“持平”方向努

力的批评姿态。

二、三种典型的诗学批评方法

《明诗综》共收录有明一代三千三百余位诗

人以及诗选一万多首诗作，如此丰富而各具特色

的批评对象，对于朱彝尊来说既是可以充分施展

“武艺”的平台，也是极具挑战的擂台。批评对象

愈丰富，所呈现的文学史事实与细节愈复杂，对

于批评家的要求也愈高。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几

种典型批评方法的灵活运用，是朱彝尊应对这一

挑战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包括追源溯流、比较相

衡、摘句评点三种。

（一）追源溯流

“追源溯流”是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要的一

种方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论诗

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

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7］559这一批评方法在《明

诗综》具体批评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明代文学

主流倡导复古重模拟的历史实际密切相关。

杨维桢诗自成一格，明初诗人多有师法者，

相沿成派，朱彝尊一一指陈源流，评价镏炳：“诗

纯效铁厓，宜铁厓之倾倒也。至其病，过于繁艳，

特择其淡雅者著于编”［6］496；指出李曅：“得诗法

于李季和，然季和犹为廉夫熏染”［6］527；述及瞿佑

更是饶有趣味：“明初诗家，以杨廉夫为祭酒。廉

夫见同调，缀以评语，不曰牛鬼，则曰狐精。此王

常宗论文，即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为廉夫所赏，

拾其唾余，演为流派，刘士亨、马浩澜辈争效之。

譬诸画仕女者，肌体痴肥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

之不若矣。”［6］921然而，诗派流衍，源虽同而流或

有变，以李梦阳一派而言，马汝骥诗学李梦阳，而

风格有变：“由其体纯，存滓窳而舍神明”［6］1781，

虽然与王廷臣齐称，成就却差之千里；张含亦是

学诗于李梦阳，却以杨慎为旨归，“然诗不尽出其

流派，而一以用修为归”［6］1825，其诗作堆砌字句，

缺乏神韵，跟杨慎相比，也是远不及矣；李梦阳与

何景明各自诗派并行，“曾未几时，而学李者渐少，

宗何者日多”，尹耕诗宗李梦阳，朱彝尊评价：“学

李得其风骨者，前有凌溪，后有朔野而已”［6］2032。

明人学诗多专宗一家，《明诗综》皆能指其

本源。学陶渊明者如归子慕“其诗学陶而得其神

髓，韦苏州后，鲜有其伦。诵之令人增陋巷箪瓢

之乐”［6］2851；屠廷机“诗亦有柴桑遗响”［6］3943。

学杜甫者如程本立“建文诸臣，文莫过方希直，

诗莫过程原道。希直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

为苏子瞻。原道之诗，刻意杜陵，下亦不失为陈

简斋也”［6］749；张昉“匏客多忧生之嗟，其诗原出

老杜”［6］3424。学李白者如王谊、王怿兄弟“皆能远

师太白，一时之希声也”［6］997；朱茂晭“明之诗家，

学杜者多，学李者少；学李绝句者多，学李古风

者少。第十五叔父，虽曾选中、晚唐人诗以行，然

心慕手追，专师谪仙人者”［6］4090-4091。

具备开阔的批评视野，《明诗综》能够审视

诗人在不同时期师法的对象，以及由此表现出的

创作风格的转变。评屈大均曰：“翁山早弃儒服，

托迹缁蓝，予识之最早。其诗原本三闾大夫，自

王逸以下，多屏置不观。后复返儒服，入越读书

祁氏寓山园，不下楼者五月，始具曹、刘、潘、左

诸体。要之七言不如五言，五律胜于五古，至歌

行长句无取焉。”［6］4074这就避免了对于诗人风格

来源的标签式评点，从而展现出更为细致的演进

轨迹。

（二）比较相衡

盛行于魏晋的人物品评之风，对于文学批评

的影响，表现在批评家对于诗人的比较相衡，《明

诗综》既有同在一时的诗人之间的比较，又有齐

名相称者的考量，还有父子兄弟的高下判断。

俯瞰有明一代，《明诗综》卷八收录高启诗作

138首，位居全集之首，《诗话》：“侍郎跌宕风华，

凤观虎视，造邦巨擘，所不待言。”而何景明却推

举与其同时的袁凯并为明初第一，朱彝尊对此评

价自是不肯认同，“试合诸体观之，袁自非高敌

也”［6］297。卷十六袁凯《诗话》中，他又再次表达

了这一观点：“独海叟纯以清空之调行之，洵不易

得。然合诸体观之，则不及季迪、伯温尚远，何仲

默推为国初之冠，似非笃论也。”［6］778-779

诗人齐名并称如“李杜”“元白”“苏黄”“建

安七子”“大历十才子”等是古代文学批评中饶有

趣味的一个话题。被批评家“组合”在一起的诗

人，或时代相同，或地域相近，或酬唱相契，或风

格相似。然而，同一名下的诗人未必旗鼓相当，

仍然有高下之分。高启、杨基、徐贲、张羽四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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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一时，时人目为“吴中四杰”，《明诗综》给四人

分配了整整两卷的篇幅，其中高启独占一卷，对

于其余三人，评价则有高下之别，称杨基：“孟载

未洗元人之习，故铁厓亟称之”［6］348，选其诗49

首；张羽五古、近体不佳，而长于歌行：“来仪五

古，微嫌郁轖。近体亦非所长。至于歌行雄放，骎

骎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6］364，

选其诗23首；徐贲之才气“方之高、杨、张三君，

稍为未逮”，虽然如此，而“诗法砉然，森有纪律，

长篇险韵，极其熨帖，颇有类皮、陆者”［6］374，选

其诗27首。类似的比较相衡还体现于“北郭十友”

“闽中十子”等诸多诗人的批评。

明代父子兄弟皆以诗名闻世者数量不少，如

皇甫沖四兄弟、王璲三兄弟、王世贞兄弟、张凤

翼兄弟、梅守箕父子、归有光父子等。《明诗综》

卷四十五收录皇甫沖诗7首，皇甫涍诗35首，皇

甫汸诗39首，皇甫濂诗7首，从选诗数量上已经

大略可以窥见批评用意。综而评之：“四皇甫诗，

源出中唐，兼取材于潘、左、江、鲍，清音亮节，

浄扫氛埃。高苏门、华鸿山、杨梦山而外，无有及

之者。”［6］2234皇甫沖四兄弟中，朱彝尊最为推崇

的是皇甫涍和皇甫汸，皇甫涍《诗话》：“子安逸

藻风飞，清文绮合，视子循工力悉敌，铢两未分。

宜子浚之难为兄，而子约之难为弟也。”［6］2237

（三）摘句评点

摘句评点滥觞于春秋时代的赋诗、引诗活动，

至汉魏六朝，“摘句褒贬”开始成为一种典型的文

学批评方法，表现为批评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

和批评倾向摘出诗人诗作之中的佳句进行品评鉴

赏。《明诗综》虽在诗话后附有诗选，然而由于多

数诗人选诗数量均在5首之下，诗选中的诗作难

以完全配合诗话所要传达的批评观念，必须要求

诗话包容更多的诗作信息，因此，摘句评点在《明

诗综》中亦有较为广泛的运用。与批评态度相关

联，摘句评点常常体现出朱彝尊开阔的批评视野

和发现的批评眼光。

诗名不显者未必无佳作，诗作不称者未必无

佳句。韩宜可诗名不显，诗作也平庸无奇，《明诗

综》选其诗1首，然其诗中偶或有佳句，《诗话》：

“伯时诗见《沧海遗珠》。句如‘松迷鹤径浑无路，

花暗箫声不见人’‘青天有月来今夜，白发无家度

几秋’‘芳草东风沙上马，青山迟日柳边莺’均有

思致。”［6］173相似者还有韩守益：“中允无诗名，

七言如‘幽禽晓聚岸花动，锦鲤春肥溪水温’‘椰

叶雨晴鹦鹉语，木棉风暖鹧鸪飞’‘隔帘花影散棠

棣，何处鸟声啼栗留’，具有风致。”［6］179茅大方诗

集流传未广，诗多不为世人所知，其中亦有佳句：

“集中如‘万山入汉秦关险，孤栈连云蜀道难’‘纵

使火龙蟠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花间莺避春城

仗，林杪僧归晚寺钟’‘万里不来青鸟使，千年空

老碧桃花’，皆佳句也。”［6］759此类评点，朱彝尊

皆有存珠惜羽的眼光和用意。

三、有意味的诗学批评焦点

所谓“批评焦点”，即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持

续关注的批评对象。这种有意识的关注，使得纷

乱复杂的批评对象如同零星散落的微弱之光渐渐

聚合在一个乃至多个焦点之上，从而引起读者的

兴趣，取得夺目的批评效果。《明诗综》诗学批评

涉及的问题繁多且范围广泛，朱彝尊有意识地将

分散的批评话语集中于几个主要的焦点：“《击壤》

派”、程嘉燧、公安与竟陵。

在批评态度上，朱彝尊以独立的批评立场、

开阔的批评视野和发现的批评眼光，总体上做到

了“持平”，而具体到“《击壤》派”、程嘉燧以及公

安与竟陵等批评焦点，或因为对于诗风的个人倾

向，或因为与钱谦益诗学观念上的差异，有意寻

求“对话”，力图矫枉。意气、偏颇参与到批评之

中，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对秉持的批评态度有所悖

离，这些焦点因此具备了诗学史话题的意味。

（一）“《击壤》派”

北宋理学家邵雍诗有《伊川击壤集》，开创

了寓理于情的诗歌创作风貌，其后师法模拟者甚

多。明代性理诗风盛行，邵雍诗成为一种典范，

“《击壤》派”由此流衍。朱彝尊主张以经学为本，

对明人心性之学的空疏本有不满，在其文学观念

上亦有体现，《与武曾论文书》言：“然后知进学

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5］卷三十一，《答胡

司臬书》指出：“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

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

于有用。执事诚欲以古文名家，则取法者莫若经

焉尔。”［5］卷三十三 因此，以陈献章、庄昶等为代表的

明代诗歌“《击壤》派”，自然在《明诗综》批评话

语中成为一个“焦点”。

作为明初河东学派的开创者，薛瑄在诗歌创

作上以《伊川击壤集》为师法。朱彝尊叹曰：“宜

于诗亦宗《击壤》矣。而集中五言醇雅，有陶、孟、

韦、柳之风。予尝谓宋之晦庵、明之敬轩，其诗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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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宋人理趣，未见有碍于讲学，又何苦而必师

《击壤》派也！”［6］905稍后于薛瑄的陈献章是理学

发展中的代表人物，诗于明人中自成一家。湛若

水在《诗教解原序》中说：“白沙先生无著作也，

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

之。”［8］699追源溯流，朱彝尊指出白沙虽宗《击壤》，

然实源出于陶渊明，“然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

桑，其言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

无风韵则无诗矣。’故所作犹未堕恶道，非定山比

也。其云‘百炼不如庄定山’，盖谦辞尔。”［6］1019-1020

虽然陈献章与庄昶并称“陈庄体”，同为“《击壤》

派”代表，于此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朱彝尊

对于二人的高下判别。朱彝尊对陈献章的性理诗

风还抱有一定的欣赏态度，其对庄昶则可谓是深

恶痛绝：“自尧夫《击壤》而后，讲学毋复言《诗》，

言《诗》辄祖尧夫，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然一

峰、康斋、白沙、定山，咸本《击壤》，而定山尤甚。

所谓‘太极圈儿大，先生㡌子高’等句，不一而足。

以是为诗，其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甘泉从

而辑之，以诏学者，谓非此则与道学远也。然则

打油、钉铰反为近道之言，而《诗》三百篇，春女

秋士之思，皆可置勿录也。窃为理学诸先生不取

也。”［6］1200-1201这段评论文字可以视作朱彝尊对于

明初“《击壤》派”脉络流衍的一个大致梳理，除

了陈、庄二人之外，罗洪先、吴与弼、湛若水等也

赫然在列。

在《明诗综》的批评话语中，“《击壤》派”作

为一种具备了鲜明特征的诗歌创作风格，常常发

挥批评对象的参照作用。朱彝尊评价明初诗人王

越曰：“威宁功纪旂常，盟申带砺，立功已足不

朽。而于诗沾沾自喜，长篇奔放，如快马不受羁

绁，未免有衔蹶之虞。虽意在取法盛唐，然往往

流入《击壤》一派。”［6］1053在这段评论里，《击壤》

派还仅仅只是作为与盛唐诗风比列的诗歌风格流

派。有的时候，作为批评者的朱彝尊则就不那么

“持平”了。评倪光曰：“其学盖本于邵氏。《观梅》

数诗，特娟秀，不袭《击壤》恶派。”［6］1172称《击壤》

为“恶派”，以此褒扬倪光诗风之娟秀洒脱，则是

有意将“《击壤》派”作为一种批评倾向的对立，话

语之中已然包含了个人倾向和主观褒贬的因素。

（二）程嘉燧

作为晚明诗坛“嘉定四先生”之一的程嘉燧，

诗歌创作成就有限，名不甚著，之所以成为《明

诗综》的批评焦点之一，原因在于朱彝尊不满钱

谦益对其言过其实的赞誉和揄扬。

程嘉燧与钱谦益结交早且相契深，《列朝诗

集》收录其诗作215首，数量上仅次于张羽，居第

七位。钱谦益依照元好问《中州集》编撰体例，谥

程嘉燧为“松圆诗老”，《列朝诗集》丁集下程嘉燧

小传曰：“盖孟阳之诗成，而其为人已邈然追古

人于千载之上矣。其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

垒，每遇知己，口吟手挥， 不少休。若应酬牵

率骫骳说众之作，则薄而不为。”［9］5373虽然钱谦

益坦言其对程嘉燧的评价“非阿私所好者”［9］5375，

然却有私心褒扬的意味。《明诗综》卷六十五收录

程嘉燧诗作仅8首，评曰：“孟阳格调卑卑，才庸

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

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悉必读

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

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

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

光。’得毋类是与？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

首。”［6］3256平心而言，程嘉燧诗作未必全无可观

者。朱彝尊的这段评价，表面是贬斥孟阳诗作，

实际乃是针对钱谦益的偏颇批评态度而发，未免

意气用事，有矫枉过正之嫌。史承谦《青梅轩诗

话》对此已有所谈及：“其于程松圆诋之太甚，以

矫钱氏之失，然君子论诗文平心乃可，正不必有意

低昂也。”［10］卷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曰：“（朱

彝尊）又以牧斋力推孟阳，称为松圆诗老，故訾之

尤力。集中五古深秀之作，以及七律之高婉、七绝

之温丽世所传诵者，一首不登，此则选政之失平，

矫枉之过正，故为异议，遂近褊衷，致一代之制作

不完，使所选之常留遗恨，是可惜也。”［2］1193沈德

潜则一以雍容平和之态调和争执之两端，不偏不

倚，确称“持平”：“孟阳诗亦娟秀少尘。自钱牧

斋訾謷李、何、王、李诸人，推孟阳为一代宗主，

几与高季迪、李宾之前后相埒矣。而阳羡邵子湘

有心矫枉，摘其累句云：‘争倚画桡冲妓席，独横

朱袖占歌筵’‘亦知终去婚和嫁，且恋闲来弟劝兄’

‘近逐歌喉须闯席，闲开笑靥待歌船’‘闲偎串迹

圆留面，戏剧鞋痕曲印肩’‘年去贫来不自由，暗

伤颜面向交游’等句，谓其秽亵俚俗，几于身无

完肤矣。予录其气清格整去风雅未远者四章，见

孟阳自有真诗，勿因牧斋之过许，而毛举其疵以

掩之也。”［4］260

与程嘉燧同时并称的唐时升，亦在“嘉定四

先生”之列，《列朝诗集》对其评价不高，在朱彝

《明诗综》诗学批评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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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看来乃是钱谦益有意贬之以抬高程氏：“嘉定

四先生诗文，要当推叔达第一，长蘅、子柔且逊

席，矧孟阳乎？牧斋谓其放笔而成，绎其辞，乃追

琢而出者。由其欲伸孟阳，故有意抑之尔。”［5］3251

以诗歌创作成就而言，未必可以遽言唐时升必高

出程嘉燧，朱彝尊的这种比较与排序，也是有意

为之。卷六十五范汭《诗话》中也有类似的比较：

“东生诗才娴雅，如灵犀结佩，可以辟尘。方之孟

阳、允兆诸君，觉尤腾拔。”［6］3262究其本质，《明

诗综》对于程嘉燧的持续批判，根源于朱彝尊力

图矫正钱谦益“阿其所好”批评态度所引起的是

非不公。由此观之，程嘉燧之所以成为《明诗综》

的批评焦点之一，与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本来并无

太大关系，更多的乃是朱彝尊藉此有意识地主动

与钱谦益寻求批评态度的对话，而在这场话语博

弈中，同样显现出其矫枉过正的偏颇倾向，颇为

耐人寻味。

（三）公安与竟陵

公安与竟陵是晚明标举性灵的两个重要流

派，公安派力图矫七子派之弊，倡导独抒性灵，

诗风却流于俚俗，竟陵派旨在矫公安派之弊，却

以幽深孤峭作为美学追求。朱彝尊强调诗歌创作

应以学问为基础，其《斋中读书十二首》曰：“诗

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

使。”［5］卷二十一在他看来，虽然公安与竟陵都反对

模拟复古，以抨击七子派为目标，但是或浅率或

幽晦的诗风乃愈变而愈下，正是明诗衰歇的结穴

所在，两派诗学之根本弊端，皆为“空疏不学”：

“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

而实非，不学墙面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

空疏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

乎？⋯⋯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

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

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6］3277

以朱彝尊对两派的批评态度而言，其于公安

派尚能保持批评的理性，对竟陵派则是直斥为亡

国之音，批判之激烈可谓前所未有。袁宗道被朱

彝尊视为晚明诗风转变的始作俑者，对袁宗道《诗

话》曰：“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欲以李长吉体变

之，不能也。汤义仍欲以尤、萧、范、陆体变之，

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长卿虽迭有违言，

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

撰，首以‘白、苏’名斋，既导其源。中郎、小修继

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苏各有

神采，顾乃颓波自放，舍其高洁，专尚鄙俚。钟、

谭从而再变，枭音 舌，风雅荡然，泗鼎将沉，魑

魅齐见。言作俑者，孰谓非伯修也邪。”［6］2772作为

公安派的发起者，袁宗道学诗以白居易、苏轼为

宗法，取二人性灵之纯，而其才不足，仅能得白、

苏之浅易，后继者袁宏道、袁中道稍胜，而陶望

龄、江盈科诸人则远逊于三袁。因此，公安派在

朱彝尊看来未免有“专尚鄙俚”的弊病，这一评价

并不过分。对于竟陵派“枭音 舌，风雅荡然，泗

鼎将沉，魑魅齐见”的批判，却是在还未分评此

派之前即表明了其鲜明的个人倾向，与《明诗综》

总体批评态度“持平”的追求，已有悖离和偏差，

表现出批评态度的内在矛盾性。

朱彝尊《斋中读书十二首》之十二有自注：

“先太傅初闻袁中郎、钟伯敬论诗，叹曰：‘安得

此亡国之音。’惨然不怿。”［5］卷二十一竹垞对竟陵派

的批评态度与其曾祖一致，亦有“诗亡而国亦随

之矣”的论调。卷六十收录钟惺诗仅4首，评曰：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

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

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

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

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

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

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

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

国亦随之矣。”［6］3017竟陵派钟、谭并称，谭元春诗

作也仅选2首，朱彝尊对谭氏的批判也毫不留情：

“钟、谭并起，伯敬扬历仕途，湖海之声气犹未广，

藉友夏应和，派乃盛行。《诗归》既出，纸贵一时，

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

蚓窍蝇鸣，镂肝鉥肾，几欲走入醋瓮，遁入藕丝。

充其意不读一卷书，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

为亡国之音也。”［6］3331

公安与竟陵虽风格迥异，派分为二，然而具

体到《明诗综》的批评语境，在朱彝尊的有意安排

下，作为晚明诗风典型的两派常常相伴而出现，

二者聚合在一个批评的焦点，即“楚人之咻”。对

于公安和竟陵的批判，包含有朱彝尊对于晚明诗

歌的深入思考，但是其中个人诗学倾向也较为明

显，以批判为主，语词激烈。李慈铭《越缦堂读书

记》于此亦有微词：“其于公安，略有采取，而集

中五律、七律，名句骆驿，十不存一。伯敬、友夏

五古、近体，亦有佳者，竟以妖孽绝之。”［2］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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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和朱彝尊《明诗综》为

代表的清初明诗总集编撰和明诗批评，深刻影响

了有清一代。清人谈明诗，多在牧斋、竹垞二家

的话语框架之内。《明诗综》后出，既有纠偏矫枉

的旨趣，有意区别于《列朝诗集》，又力图以此构

建新的明诗批评框架。在批评态度上，值得注意

的是朱彝尊所言“公论”，四库馆臣对于《列朝诗

集》的批判恰恰也是针对“公论”，所谓“公论”，

实际即为康熙朝官方话语对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

介入与影响，朱彝尊曾应博学鸿词之试，充明史

纂修，《明诗综》可谓其诗学批评与官方话语的耦

合，自然得到四库馆臣“持平”的评价。从总体上

看，较之《列朝诗集》，《明诗综》的批评态度确实

要客观、公允得多。具体到批评实践，尤其是明

代诗学的“焦点”，朱彝尊被压抑的个人批评倾向

始时有表现，如对于“《击壤》派”、程嘉燧的批判，

及至公安派、竟陵派，意气愈胜，且有意寻求与

钱谦益的“对话”，偏颇倾向与其批评态度的总体

追求在细节方面构成了内在矛盾。细节展现批评

的张力，却不影响总体判断，以全集而言，《明诗

综》的批评态度仍然可谓“持平”，批评的“焦点”

也因此成为有意味的诗学话题。

追源溯流、比较相衡与摘句评点等典型诗学

批评方法的灵活运用，作为《明诗综》诗学批评

的重要构成，显示出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传统的传

承性和适应性，其后成书的明诗总集如沈德潜

《明诗别裁集》等在诗学批评上也延续了这一传

统。面对数量庞大的诗人诗作，通代或者断代诗

歌总集的编撰，文献汇辑不易，批评文字的写作

对于编撰者亦是挑战与考验，对《明诗综》批评

方法的思考，可为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提供方法论

的启发。

《明诗综》在明诗批评史上突出地位的形成，

一方面来自彼时官方话语的有意褒扬，更为重要

的则是其在视野、方法和观念等方面的诗学批评

成就，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清初学术的博大气象和

实证学风。从诗学批评的发展来看，《明诗综》作

为一部大型断代诗歌总集，在诗学批评上体现出

朱彝尊对于明代诗史较为成熟的思考，带有总结

意义，这也是清代诗学的基本特质之一。时至今

日，《明诗综》仍然是我们认识明代诗史的最为重

要的文献资料和诗学批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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